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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與明朝、朝鮮、安南均有接觸的日本近世儒者藤原惺窩（1561-1619）
是頗能反映十六世紀末十七世紀初東亞世界之劇變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藤

原惺窩對明朝、朝鮮、安南三國的省視，既與日本中世末期向近世過渡之

織田、豐臣、德川政權更迭適為表裡，又與明清鼎革、「壬辰倭亂」

（1592-1598）侵朝等東亞國際關係的變動桴鼓相應。在東亞巨變的時代背

景下，他提出的對明朝、朝鮮「事大事小」的對應方式以及在明朝斷絕與

日本進行經貿往來的情形下向安南展開經貿活動的對策，反映出了一種實

事求是的態度和實用戰略。然而，由於藤原惺窩的學者本色以及當時日本

朝野的實際情勢，其對東亞諸國的觀察與相關進言，實際效用也相當有

限。 

Abstract 

Fujiwara Seika (1561-1619), a modern Japanese neo-Confucian philosopher, 
who made contact with China (Ming), Korea and Annam, w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s that quite mirrored the upheaval over the World East Asia 
at the turn of 16th century and 17th century. Fujiwara Seika's observation on Ming, 
Korea and Annam, responded to the regime changes of Oda, Toyotomi and 
Tokugawa, and moreover, echoed with the changes of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ch as Qing replaced Ming, and Japanese invasions of Korea. Under 
such a changing time background, the diplomatic principle of "to subordinate 
Korea to Ming" proposed by Seika, and the diplomatic strategy to develop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with Annam when Ming severed ties with Annam, 
reflected an attitude of "seek truth from facts" and a strategy of practicality. 
However, Seika's observation on 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his pertinent 
expostulation, limited by his character as a scholar and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Japanese political spectrum of the time, did not play too much practical u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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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藤原惺窩（1561-1619），早在江戶時代就名噪於世，素有「日本朱子

學的鼻祖」、「近世儒學的開山」、「後世文學的始祖」、「經學之宗

師」、「今世從學者之先師宗匠」、「後世文學之祖」、「學問上的創業

者」、「京學一派的創立者」、「江戶儒學之濫觴者」、「德川文運諸分

野的先驅者」等諸評騭。然而，迄今為止的相關研究，1由於日本學界囿於

一域之見的自我解讀，一直裹足不前，而處於東亞漢文化原產地的中國學

界又對其注意不夠，所以無論是就其研究的數量而言，還是對其探討的深

度而論，均顯得相當有限。 

由於處於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東亞局勢大變革時代的藤原惺窩的個

人經歷與生活時代，既與日本中世末期向近世過渡之織田、豐臣、德川政

權更迭適為表裡，又與明清鼎革、「壬辰倭亂」（1592-1598）侵朝等東亞

國際關係的變動桴鼓相應，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與明代中國、李朝朝鮮、黎

朝安南均有不同程度的實際接觸和切實體會，故而通過對藤原惺窩其人之

活動經歷與思想情形之考察，既於藤原惺窩之人物思想之研究有所推進，

                                                 
1 就藤原惺窩的相關研究，大抵經歷了這樣一個學術研究軌跡：江戶時代，那波魯堂的

《學問源流》（大阪：大阪書房，1799年）和原念齋的《先哲叢談》，源了圓、前田勉

（譯注）（東京：平凡社，1994年）對藤原惺窩的生平事蹟有了初步的記載；明治以

降，井上哲次郎的《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日本陽明學派之哲學》和《日本哲學

史》（東京：富山房，1905年、1915年、1924年）三部曲，與西村天囚的《日本宋學

史》（東京：朝日新聞社，1951年），首次將藤原惺窩置於學術史的視野下，從生平事

蹟、學術思想等方面作了概述；步入昭和時代，太田兵三郎將藤原惺窩的著作進行了蒐

集整理，刊佈了《藤原惺窩集》，國民精神文化研究所（編）（京都：思文閣出版，

1941年），其工作為藤原惺窩的深入研究奠定了資料的基礎；而大江文城推出的《本邦

儒學史論考》（大阪：全國書房，1944年），開始將惺窩納入了儒學史發展嬗變的軌道

中，加以考量；二戰後，今中寬司的《近世日本政治思想史の成立》（東京：創文社，

1972年），著重辨正了林羅山所撰著《惺窩先生行狀》的史實問題；阿部吉雄的《日本

朱子學と朝鮮》（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5年），清理了藤原惺窩與朝鮮儒者的人

際交往與學術淵源；猪口篤志與俁野太郎合著的《藤原惺窩‧松永尺五》（東京：明徳

出版社，1982年）和太田青丘的《藤原惺窩》（東京：吉川弘文館，1985年）從學術人

物傳記的角度，描寫了藤原惺窩的一生行宜。其具體的研究情形，可參閱筆者的博士論

文：《藤原惺窩研究》（中國東北師範大學博士論文，2010年），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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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藉藤原惺窩之眼「管中窺豹」對東亞之變有所感悟。故小文以此為切

入點，略加陳述，敬祈方家指正。 

貳、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的日本困境 

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也即是藤原惺窩所處的時代，察東亞區域

國際情勢，至少有這樣幾大特點引人注目：(一) 中國明朝衰落，國內民

變、地方起義洶湧澎湃，北方女真部落崛起、滿族建立清朝政權，既而出

現了明清易代這麼一個混亂時期；(二) 日本方面，豐臣秀吉（1537-1598）

的侵朝兵變之後，德川家康（1543-1616）統一了全國，幕府政權剛剛建

立，對內需要鞏固封建政權，對外需要開拓海外貿易市場，以解決國內物

資匱乏之弊；(三) 朝鮮的李朝政權在靜觀明清鼎革之變的同時，還時時刻

刻警惕著東面的日本或許有再次侵朝的軍事動向；(四) 處於黎朝晚期的越

南，南北分裂、對峙而立，北部有鄭氏統治，南方阮氏君臨。 

由於前近代的東亞，中國始終居於華夷秩序的中心，尤其對東亞諸國

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貿上，抑或是文化和武備上，均有明顯的優勢。然

而，豐臣秀吉的侵朝戰爭，在試圖打破明王朝對朝鮮半島支配能力上的失

利，遭到了明朝和朝鮮的封鎖，稍做簡論可知，新成立的德川幕府政權所

面臨的外交處境，主要表現在這樣三個方面： 

一、遭到了明朝的政治孤立和經濟封鎖 

壬辰、丁酉之役，明軍雖然取得了勝利，但是「援助高麗前後七載，

費幣千百萬，失士卒無算……」，2損失難可估量。鑒於此，明神宗（在位

於1572-1620）一改洪武所定日本為「十五不征國」之策，將日本歸入「元

惡」一類，發平倭詔以告天下，詔曰：「海澨山陬，皆我赤子，苟非元

                                                 
2 ﹝清﹞金安清：《東倭考》，收於中國歷史研究社（編）《倭變事略》（上海：上海書

店，1982年），頁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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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普欲包荒」、「倭雖遁歸，族類尚在，生心再逞，亦未可知」。3出於

對日本的警惕和戒備，明朝對日本採取「禁」、「防」之策，頒佈禁令，

嚴格限制對日經貿往來。福建巡撫陳子貞《海防條議》奏議：「近奸民以

販日本之利倍於呂宋，夤緣所在官司，擅給票引，任意開洋。高桅巨舶絡

繹倭國」，神宗遽爾下令，「清查由引，嚴禁壓冬〔……〕治以通番引寇

之罪」。4萬曆四十年（1612）又進一步重申了通倭禁令，並且予以增益，

尤為明顯的章程是：「凡沿海軍民私往倭國貿易〔……〕為首者比照謀叛

己行律斬，仍嫋首，為從者俱發煙瘴地面充軍。」5而且還規定去日本者以

及同伴等都會受到分首、從、辟、遣、徒、杖等嚴刑酷法，為此明神宗還

特地下令：「新定條例與舊例並行，永為遵守；仍著撫、按官刊榜曉諭。

有違反的，依例重處，不得縱容。」6 

二、面臨明朝的軍事威懾 

與此同時，明朝政府為防日本再肆侵擾，同時，亦為了震懾日本，在

遼東半島，設復州參將、金州守備；又以金、復、海、蓋本營陸兵哨守海

口，調山東登州水軍駐紮旅順，後又在黃骨島上設水軍，加強旅順至鴨綠

江口的沿海防禦。7不惟如此，明政府還力促朝鮮積極通報日本事宜和活動

動向，要求朝鮮將日本大小動向要通報遼東都指揮所。明萬曆二十九年

（1601）遼東都司指揮使王汲至朝，指陳：「自倭變以來，禦倭兵權皆在

撫、鎮兩衙門，前此則未知聖諭故不為諮會矣。今後大小事先報於本衙

門，使之轉奏行可也。且撫、鎮委俺前來，非徒詳探倭情，亦令來觀貴國

軍馬錢糧城池器械可以禦敵與否，幸須詳細開錄書何如？」宣祖表示：

「當從後書送矣。」8還愈加叮囑朝鮮：「無論有無警息，每二月一報鎮江

                                                 
3 《明神宗實錄》，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校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年），卷334，「萬曆27年閏4月丙戌」條，頁6179。 
4 《明神宗實錄》，卷476，「萬曆38年10月丙戌」條，頁8987。 
5 王在晉：《皇明海防纂要》（萬曆41年刻本），卷12，〈禁下海通番律例〉。 
6 《明神宗實錄》，卷496，「萬曆40年6月戊辰」條，頁9341。 
7 京都女子大學東洋史研究室（編）：《東アジア海洋域圈の史的研究》（京都：京都女

子大學，2003年），頁242-243。 
8 吳晗（輯）：《朝鮮李朝實錄中的中國史料》（北京：中華書局，1980年），第7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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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擊衙門，如有重大情形，不時馬上馳聞。」9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明

朝將官單遊擊在朝鮮釜山會見日本使者橘智正時，正告他：「傳於家康，

務要專心學好，不可陽與朝鮮講和，陰懷異圖」，並威脅道：「我天朝等

萊、旅順，朝鮮平壤、義州，分佈水路兵卒百十餘萬，又委官督送異樣火

器，以待你國動靜。」10 

三、受到了中朝就侵朝戰爭罪責的拷問 

在豐臣秀吉橫臥病榻行將歿去之時，明朝的質責文書就已至麾下。明

朝萬曆二十三年（日本文祿四年，1595）小西行長接到了明朝政府發來的

「十二問」質詢狀：「一、問朝鮮是天朝恭順屬國、爾關白上年何故侵

犯？二、問朝鮮告急，天兵（指明朝軍隊——引者注）救援，只令歸順，

如何抗拒？有平壤、開城、碧蹄之戰。［……］」11稍後，朝鮮亦發來了與

此相類似的文書：「羅、濟以來，雖有邊徼偶發之患，是不過島嶼間寇掠

之徒耳，其有傾國興兵、無故侵暴如壬辰、丁酉之甚者乎。孤寡抱怨，神

人共憤，足下論此，其不慊於心乎。」12李朝這般忿懣表達和嚴辭責問頻頻

發之日本，並且還將中國連帶地進行拷問：「日本待天使（指明使沈惟

敬——引者注）無禮，反肆桀逆，冊使甫旋，眾軍繼後，足下首謀指揮倭

將襲我舟師［……］。」13朝鮮如是的諮質問難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時出

現，其怨憤之心與讎仇之意顯得益為決絕。德川家康甫立政權，還未曾完

全結束國內紛爭之時，明萬曆三十五年（日本慶長十二年，1607）朝鮮國

王宣祖李昭就又致文書，復陳對日之國仇家恨：「壬辰之變，無故動兵，

                                                                                                                         
 

編，卷44，頁2685。 
9 《明神宗實錄》，卷416，「萬曆33年12月癸丑」條，頁7423。 

10 吳晗（輯）：《朝鮮李朝實錄中的中國史料》，第7冊，上編，卷46，頁2798。 
11 田中健夫（編）：《善隣國寶記‧新訂續善隣國寶記》（東京：集英社，1995年），頁

390。 
12 前揭書，頁400。 
13 前揭書，頁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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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禍極慘，而及先王之丘墓。敝邦君臣，痛心切骨，義不與貴國共戴一

天。」14 

明朝取消經貿往來、嚴禁海防、既而軍事威懾、同時附以戰爭罪責的

道義質問和非難，使得還未穩固全國的德川政權遽爾陷入外交困境。島津

義久（1533-1611）就曾向琉球國王坦言：「中華與日本不通商舶者，三十

餘年於今矣。」15由此窺之，明朝的外交封鎖對日本幕府的影響誠不可謂

小。 

參、對中日關係的關注與「中國夢」的破滅 

對因豐臣秀吉的侵朝而來日本的明朝政府使節的關注以及與之相關的

明日關係和東亞區域國際關係，乃是藤原惺窩東亞觀的問題意識生發點。 

文祿二年（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就豐臣秀吉的侵朝事情，明朝

政府派遣謝用梓、徐一貫來日，豐臣秀吉在名古屋向明使提交了《和議七

條》。然後，豐臣秀吉並沒有按照他所向明朝政府提交的和議約定，偃兵

息武。慶長元年（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明朝又派使節楊方亭、沈惟敬

（？-1597）來日商談侵朝事務，藤原惺窩在名古屋與之不期而遇，時間是

仲夏五六月。藤原惺窩懷抱「四海一家」之念，作五言律詩〈邂逅大明國

使〉： 

邂逅大明國使 

癸巳之仲夏，大明國信使奉國命來。盡其意欲講和議致太

平，豈凡庸譾才之所能堪哉。所謂使四方不辱君命者也。遴

選之至當，不言可知而已。竊自顧以蕞爾之至陋。對高明之

                                                 
14 前揭書，頁416。 
15 以心崇傳：《異國日記：金地院崇傳外交文書集成》，異國日記刊行會（編）（東京：

東京美術，1989年），頁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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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英，語脈不通，禮容不同，似慢非慢，頫冀恕容，更綴小

詩抒下情。 

四海一家非遠方， 

大明高客忽梯航。 

休云語韻翻還苦， 

中有賞音同故鄉。16 

就取法何徑與明交涉，藤原惺窩表達了這樣的意見：「一、本朝者小

國而大明者大國也。其勢似不可敵〔……〕尤山之壓卵；一、大明更察未

萌之兆。有機先之鑒。」17顯然，明朝在東亞世界的中心地位無法撼動的，

這一點還是能從藤原惺窩的陳詞中看得出來的。 

藤原惺窩以為：「大明者昔日聖賢之所出國也。以予想像之，文武皆

備智勇雙全矣。朝鮮亦慕其風，奉其命之國也。雖然今也似無良平之智

謀、蕡育之勇悍，況於聖賢之至道乎。」儘管這是外交辭令，不過我們可

以看出對明朝的特別倚重。同時，他還對日本的情況予以定評。對豐臣秀

吉評論道：「本朝之大相國公者，意氣豁如，度量寬大，不治細行，不惡

小恥，不守小節，不聽人之諫，縱心之所欲，全不殊於凡庸流。而唯出異

於凡人者，勇智富之三也。別無拔山之力射日之奇。非至聖神，亦如斯小

國之常人，雖大國才識不及古之故乎。」豐臣秀吉權傾朝野，有生殺予奪

之權，「意氣豁如，度量寬大」，然「不治細行，不惡小恥，不守小節，

不聽人之諫，縱心之所欲」，也只不過是一「小國之常人」。故而，在豐

臣秀吉侵朝之時，藤原惺窩就曾預測他必敗無疑：「相國公初欲征大明朝

鮮之頃，斂曰：此舉非可成就之事。爾來相國公之所思所為。如和符似指

掌，奇哉。」18之所以這麼判斷是因為，「本朝者小國而大明者大國也。其

勢似不可敵，況與朝鮮同好合謀，而欲以二國之多眾防本朝一國兵。本朝

                                                 
16 藤原惺窩：《惺窩先生文集》，收於國民精神文化研究所（編）《藤原惺窩集》（東

京：國民精神文化硏究所，1941年），卷上，卷3，頁64。 
17 藤原惺窩：《明國講和使に対する質疑草稿》，收於《藤原惺窩集》，卷下，頁367。 
18 前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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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復彼固者總百分之一也。雖然朝鮮不及一戰而敗北逃走，不能保守己

國。國王之弟兄官卒就生擒致死亡者，不可勝計，猶山之壓卵。蓋問寡者

無不勝眾，今以寡勝眾，勇怯之異乎？智愚之殊乎？」19。 

藤原惺窩對與明朝之大國的交往是有自己的理論見識的，其原則乃是

「事大事小」。他認為，兩國之交，要以實力大小而度情揣勢，國家有大

有小，這是實情。正基於此，大國使小國，小國使於大國，自然是符合實

力原則的國際交往情形，只有以小事大，才能避免流血衝突，符合國家的

生存和發展之理：「其國有大小，大使小，小使於大，是必然之理也。今

己之國大、人之國小之時，能惠人之小國；人之國大、己之國小之時，能

使於大國而能交，或有人云：如此有何益哉？曰：己之國大、惠人之國小

之時，彼小國是進也喜，退亦憂，此二乃天理之自然，大小之勢，以理之

當然交。」20 

慶長元年（1596）六月二十八日，三十六歲的藤原惺窩懷抱著他的

「中國夢」，從京都出發，經內海迂航北九洲，打算到薩摩藩乘船入明。

七月十六日，藤原惺窩到達薩摩山川津，等待入明的便船。然而，到了冬

天，終於等到了去往明朝的便船了，遂乘帆出海，不料遭遇風暴，漂流到

了鬼界島，整個冬天至第二年即慶長二年（1597）夏初，一直就滯留在了

鬼界島。夏秋之交，返回到了京都。從日後的活動情形來看，藤原惺窩就

再也沒有實施過入明「中國」的活動了。 

事實上，如同日本中世的不少日本日本僧侶所表現出的那樣，21藤原惺

窩對「中國」是有著非同尋常的崇拜情愫的，可以說「中國」乃是他心中

永恆的朝聖之地。他曾作詩： 

 

                                                 
19 前揭書。 
20 藤原惺窩：《惺窩先生倭歌集》，收於《藤原惺窩集》，卷下，卷5，頁247。 
21 參閱朱莉麗：《1369-1599日本各階層對華觀初探》（中國山東大學博士論文，2007）。

該論文中，對中世日本僧侶以及文人階層對華態度進行了梳理，大體上來說，中世日本

對中國的態度還是充滿了嚮往與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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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君子長諸侯，地隔中原天一陬。 

平日弦歌思魯國，滿城第宅置揚州。 

土峰雲散蘭全璧，武野波連奡蕩舟。 

漁火遠流螢稍去，客杯滿引蛾空浮。22 

其友姜沆（1567-1618）曾記錄下了藤原惺窩恨不能生於中國的一番情

感宣言：「惜乎吾不能生大唐，又恨不得生朝鮮。」23當他遺憾不能生於中

國時，入明的「中國夢」也因為大風暴而失利時，他便退而求其次，想生

於朝鮮，因為至少在近世以前，由於朝鮮半島地理上較日本接近於中國，

自然吸取中國文化方面就比日本無論在時間上還是規模上都顯得更具有優

勢。事實上，日本對中國文化的汲納也是經朝鮮半島而傳至日本的，易言

之，朝鮮半島其實充當了中國文化傳至日本的一個中轉站。在當時，朝鮮

半島在科技文化方面，優於日本列島乃是實情。 

而藤原惺窩與朝鮮的關聯，則生發於與「壬辰倭亂」被俘而到日本的

朝鮮儒者姜沆。 

肆、對朝鮮的體悟：與朝鮮儒者姜沆的交往 

對豐臣秀吉的侵朝，《明史‧日本傳》有這樣的評論：「秀吉死，諸

倭揚帆盡歸，朝鮮患已平。然自關白侵東國，前後七載，喪師數十萬，糜

餉數百萬，中國與朝鮮迄無勝算。至關白死，兵禍始休，諸倭亦皆退守島

巢。」不少史家更以極精微的數字統計和詳贍的史實考證論述過該事件給

中日朝三國帶來的巨大災難和深遠影響。然而，除了戰爭本身帶來的人員

財產損傷外，由該事件中的細枝末節所帶來的對於日本文化、歷史產生的

                                                 
22 藤原惺窩：《惺窩先生文集》，卷6，頁96。 
23 姜沆：《看羊錄──朝鮮儒者の日本抑留記》（東京：平凡社，1984年），頁168。 



藤原惺窩的東亞觀──對明朝、朝鮮、安南三國的省視                      31 

xi 

重要性片段和意義卻鮮被關注到。饒有興味的是，慶長二年之慶長之役中

被藤堂高虎（1556-1630）所捕獲帶回日本的朝鮮俘虜姜沆，因與藤原惺窩

的交往而揭開了日本儒學確立與發展的新篇章。 

姜沆，名沆，字太初，本名姜睡隱，全羅道靈光郡流峰里所生，二十

二歲進士及第，歷任成均館典籍、工曹佐郎、刑曹佐郎等官職。就學統而

論，姜沆乃是被稱為「朝鮮朱子學之父」、「東方百世之師」李滉（退

溪，1501-1570）之高足成渾（1535-1598）門人。他以在朝鮮弘揚朱子學為

己任的同時，亦對朱熹性理學說做出一些修正，然而，其言說大抵上並不

出朱熹的理論範疇。慶長二年（1597），慶長之役之際，姜沆擔當為明軍

將領楊元（？-1598）運送糧草補給後勤的工作。慶長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在

一次躲避日軍的行動中，被日本將領藤原高虎捕獲，擄至伊予國大洲（今

愛 媛 縣 ） ， 後 經 大 阪 而 至 伏 見 。 在 藤 原 惺 窩 的 幫 助 下 ， 於 慶 長 五 年

（1600）五月返回朝鮮釜山，因受朝廷所疑，遂歸省教學，終老鄉里。其

門生尹順舉在他歿後為其編輯出版的《睡隱集》中收藏有姜沆被俘虜到日

本、拘禁於日本三年之久的在日見聞彙編《看羊錄》。該書稿主要由《賊

中見聞錄》、《倭國百官圖》、《倭國八道六十六州圖》和《壬辰丁酉入

寇諸倭將數》構成，大致記載了日本當時的政情、風俗、地理地形等情

況。 

藤原惺窩與姜沆的交往，24由於留存的相關史料甚少，對其具體場景雖

無法一一復原，但從那些零星的記載片段中似乎也能尋出某些合乎規律的

                                                 
24 關於藤原惺窩與姜沆的交往問題，較早關注該問題的是阿部吉雄（1905-1978）。他側重

於從文獻學的角度稽考了朝鮮所傳至日本的一些儒學文獻，但對惺窩思想概念與朱子哲

學之承接的把握上顯得較為單薄（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學と朝鮮》﹝東京：東京大學

出版會，1965年﹞；阿部吉雄：〈日本の儒學と藤原惺窩〉，《斯文》，第59、60合併

號（1970年2月），頁61-72；阿部吉雄：〈藤原惺窩の儒學と朝鮮──姜の彙抄十六種

の新調査にちなんで〉，《朝鮮學報》，第12號（1958年3月）。其後，辛基秀和村上

恒夫以巨大的熱情，親赴韓國，在姜沆故里實地考察，追尋姜沆在日滯留期間的蹤跡，

所撰著的《儒者姜沆と日本──儒教を日本に傳えた朝鮮人》（東京：明石書店，1991
年）和《姜沆：儒教を傳えた虜囚の足跡》（東京：明石書店，1999年），對姜沆的生

平事蹟、在日活動及其在日本思想文化史上的豐功偉績都一一作了描述和表彰，但不乏

一些非學術的想像。總體來看，其對藤原惺窩和姜沆筆談涉及到的具體學術問題卻鮮有

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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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測。因為藤原惺窩和不少從朝鮮擄掠而來的俘虜都有過筆談的經歷，至

於他具體和誰進行過筆談，姓甚名誰都已經無法知曉了。從零星的記載

中，我們發現有一則材料非常符合藤原惺窩和姜沆的第一次見面。 

尊之姓名官職？其意如何？（鮮人） 

予幼而喪父母，無妻子之系累。獨立亭亭，天理唯以樂之，

傍花隨柳送日日。故以蒙莊周柴立子之義，自號柴立子，別

無官職，人事泊如淡如，而自守自適。汝如有暇則游京師至

予居乎。汝去國離妻，想常憂幽，天理不可奈者也。得喪乖

逢，一時排遣，唯自寬心。（肅）25 

之所以膽敢推測上述材料為藤原惺窩和姜沆第一次見面時的場景，是因為

對其官職、來意的發問，比較符合俘虜對檢察官的身份認知需求，而回答

給人的感覺甚為親切：無官無職，就一閒人，來看看你們這些從異國他鄉

捕獲而來的俘虜。 

如果上述的推測夾雜著歷史學的想像的話，那麼藤原惺窩對姜沆歸國

之期許則有真真切切的，而且還附著姓名的記載： 

予意，子者朝鮮官士，不意拒囚於日本。若有得時，則可返

本國。君父之國可忘之哉。縱不幸而雖留寓日本，自謀生計

則可也。為微祿伴者，甚可憂。陶貞白答朝時，以畫兩牛，

子思之々々，況子異域之生乎？（肅） 

高明之教及此，大拔庸懦，不勝塹靦，大〇此身。至今假息

於異鄉，薄衣陋飯，稍勝於高祿輕肥，千駟萬鍾，義所不

顧，此身至此。而尚未受此地恩命，則所未嘗被擄者，尚與

烈日爭光，引敢屈首於庸奴槽櫪之下乎。既於高明托為下風

                                                 
25 藤原惺窩：《朝鮮役捕虜との筆談》，收於《藤原惺窩集》，卷下，頁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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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故不敢少隱，前所告者，即是耿耿私誓也。萬一千回

萬屈，勢無自達之路，則當以幅巾往托，高明捨下，分得衣

食。（姜沆）26 

上述會談是藤原惺窩和姜沆會面筆談當中幾乎沒有遺漏地被保留下來的一

個片段。雖不曾涉及兩人的思想和學術等方面的交流，但所反映出兩人之

間親若兄弟般的情誼，兩人歎懷身世，頗有惺惺相惜之感。至此開始，兩

人進入了學術交流的蜜月期。二人的交往時期僅不過一年半，然而對於他

們來說，均將這一段時間視為一生當中最為重要的時節。 

至於二人的學術交往，留存於世的《姜沆筆談》反映了該方面的一些

情況。史料只有兩則，其一： 

問姜沆 

赤松公令予傳言於足下，其言曰：日本諸家言儒者，自古至

今唯傳漢儒之學，而未知宋儒之理。四百年來，不能改其舊

習之弊。卻是漢儒非宋儒，是可憫笑。蓋越犬之吠雪也，非

雪之不清，不見為怪，蜀犬之吠日也，非日之不明，以不知

為異而已。予自幼無師，讀書自謂漢唐儒者，不過記誦詞章

之間。縱注釋音訓，標題事蹟耳。絕無聖學誠實之見識矣。

唐唯有韓子之卓立，然非無失。若無宋學，豈續聖學之絕緒

哉。雖然日本開國既如此，一人不得回狂瀾於既倒，返斜陽

於已墜，悱悱憤憤，而獨抱瑟不吹竽。故赤松公今新書四書

五經之經文，請予欲以宋儒之意加倭訓於字旁，以便後學。

日本唱宋儒之義者，以冊為原本。嗚呼，流水之知音，雖無

                                                 
26 藤原惺窩：《姜沆筆談》，收於《藤原惺窩集》，卷下，頁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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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期，後世之知己，又有子雲乎。足下取其事，證其實，跋

冊後，是赤松公之素志，而予至幸也。足下計之。27 

該文開篇提及的赤松公，全名赤松廣通（1562-1600），乃龍野城城主，因

醉心於學術，素與藤原惺窩有交，可謂是藤原惺窩生活與學術的有力支持

者。儘管藤原惺窩在此充當了赤松廣通「傳聲筒」的角色，但其所言者應

皆為藤原惺窩之所感，因為對於日本當世之儒學狀況的把握和瞭解，一介

武夫的赤松廣通顯然難有縱橫捭闔之才情，更不可能對漢儒之學和新宋學

作出高屋建瓴之把握。這篇問辭，所透露出來的學術資訊倒是與日本當世

的學術風貌極為逼肖的。日本雖甚早就通過百濟之王仁接受了有關儒學，

但皆是自漢代以來注重文獻考據的所謂訓詁之學，對於義理方面的理論解

釋，則尤為欠缺。這種情況下的學術研究，也只能是跟風於漢唐之五經注

疏正義。新宋學發明隆興之時，由於中日交通不便，對於新儒學的接納無

疑還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故而，藤原惺窩在對新儒學似懂非懂之中，

不免就抱著一顆好奇心向精通朱子學的朝鮮儒者薑姜沆發問了。事實上，

在日本對新儒學之闡揚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具有宋儒之意的經典文本，藤

原惺窩是有意為之，卻無力獨攬，故而需要一位高人予以相助。無疑，姜

沆就是最好的選擇。姜沆確實也為藤原惺窩加宋儒新意於四書五經的學術

工作盡力不少。 

第二則殘存材料，是藤原惺窩對於姜沆疑問的答詞，從文辭、內容以

及語氣等看來，與上述第一則材料並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一問一答的對話

場景： 

答姜沆 

複姜員外足下。前日在伏見日枉芳灑。意旨懇懇，開闔不

措，然歸程忽忽不裁謝答。人事不任意，似慢非慢。文獻通

考留存香子以傳足下。蓋為慰旅館無聊，殊方異域，面友尚

                                                 
27 藤原惺窩：《惺窩先生文集》，卷10，頁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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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況心友乎？書策中之古人，獨非尚友哉。呵呵，今再惠

手書，書中以言語不通為恨。至情至茲，感佩不可言。雖然

古云目擊道存、言不盡意，意若有誠，則於物尚感通。人之

至靈，豈待言哉。然則言之通亦可喜，不通亦不可恨。想足

下為奈何？複次所諾之窩記，勞大手速記以成，多可多可，

唯以見晚為歉，急有介信，比付之以賜之。餘蘊矣再會，不

一。28 

從該答詞可以做出推斷的是，藤原惺窩應與姜沆經常晤面、筆談，其中亦

有筆談而不通者，故而藤原惺窩只好引「目擊道存、言不盡意」來掩飾彼

此的一些尷尬處。在此亦可看出，兩人已經建立起了非常深厚的友誼之

情，確切地說應是「亦師亦友」。 

對於藤原惺窩所提到的以宋儒之意批點四書五經的工作，從姜沆為其

所撰著的《五經跋》序言中可以看出，彼此都相當滿意，而且姜沆還給予

了極高的評價：「夫子之賢於堯舜語事功也。［……］上自五經下至語孟

庸學，莫不發揮而彰顯之，使學者知此道莫外乎日用人倫。聖人之質可學

而至，豈宋賢之功又下於堯舜哉？扶桑海國也，去中國道里遼絕，士大夫

未嘗以經訓名家，又豈以窮理正心實用其力哉。其以幸而儒術聞者，亦不

過何鄭注疏，謂程朱之訓解為無用，其不以覆剖者為鮮，況千百年始得惺

齋斂夫一人，窮約自守，不求聞達，惟以文藉自娛，其學深造獨詣，以操

從省察為本，經書洞念曉析，獨以程朱傳注為是，舉一國莫有知者。而唯

有赤松公以蕸菔之義瓜葛也焉。因以其旨書四書五經，禿潁窮玄，積成卷

軸，焚膏燃蠟，又蔔其夜，又卒業，乞予序［……］。」29 

姜沆將藤原惺窩以宋儒之意加倭訓於四書五經的作法擬比於孔子

（551-479 BCE）刪編六經與朱熹（1130-1200）創立性理學。由於藤原惺

窩的工作受姜沆幫助不少，所以姜沆對藤原惺窩學術貢獻的激讚，無疑也

是為自己於推動日本新儒學之發展的業功作一個註腳。在傳播新儒學方

                                                 
28 藤原惺窩：《惺窩先生文集》，卷10，頁136。 
29 姜沆：《五經跋》，收於《藤原惺窩集》，續卷3，頁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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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藤原惺窩依賴姜沆甚重，其文集也是屢請姜沆為之撥冗作序。《是尚

窩記》和《惺齋記》是其為文集所做的了兩篇重要的序文，而〈文章達德

綱領序〉是為其《文章達德綱領》所作的具有導讀性的一篇序言。在該序

言中，姜沆是如此歌頌藤原惺窩以宋儒新意注疏四書五經的歷史意義的：

「斂夫以王綱不振，亂賊橫恣，自幼隱居，以道自樂。［……］其為學

也，不局小道，不因師傳。因千載之遺經，繹千載之絕緒。深造獨詣，旁

搜遠紹，自結繩所替，龍馬所載，神龜所負，孔壁所藏。迄廉洛關閩紫陽

金溪北許南吳敬軒敬齋白沙陽明等性理諸書，靡不貫穿馳騁洞念曉折。一

切以擴天理收放心，為學問根本。其為學如菽栗布帛之不可一日離，而自

然有奇覺處。日東學者，開國唯知有記誦詞章之學，未知有聖賢性理存養

省察知行合一之學。故赤松源公廣通，慨然囑斂夫，以四書六經及性理諸

書，新以國字加訓釋，惠日東後學。」30從上述引文中，既可以知曉姜沆的

儒學認知，又可把握到藤原惺窩以宋儒之意注釋四書五經的訓點工作對於

日本後世學藝發展的重要影響和意義。令人欣慰的是，由藤原惺窩注訓的

《四書大全》、《新版五經》等江戶初期的刻板書稿至今仍然完好無損地

保留在日本東京大學圖書館、築波大學中央圖書館以及日本國家國會圖書

館等藏書機構。31 

藤原惺窩對於姜沆的幫助，是心存感激的。不然，也不會助其返回朝

鮮。他和姜沆之間，是一種亦師亦友的關係。藤原惺窩作詩稱姜沆為「吾

師」： 

 

                                                 
30 姜沆：〈文章達德綱領序〉，收於《藤原惺窩集》，卷下，頁1。 
31 藤原惺窩著作的一些善本和刻本，在日本著名大學的圖書館都有或多或少的收藏，這也

從一個側面反映了其著述的流布面和影響力。據筆者在日留學期間對相關資料的蒐集，

發現藤原惺窩著作的一些善本和刻本，大致主要集中在東京和大阪的一些大學的圖書

館，比如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科系文學研究部收藏有享保二年（1717）藤原未經編錄

的《惺窩先生文集》第12卷；大阪市立大學學術情報綜合中心藏有天明八年（1788）的

《千代茂登草》；築波大學中央圖書館所收藏的藤原惺窩文稿為數最多：承應三年

（1654）的《惺窩文集》（林羅山、菅玄同編匯）、寬永五年（1628）藤原惺窩訓注的

《春秋經》、《書經》、《禮記》、《周易》、《詩經》等儒家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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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菊花圖答姜沆 

常聞栽菊地仙家，短世頹齡相制遐。 

不變清容今見畫，三秋花是四時花。 

數莖芳菊色交奇，姜氏新題亦自宜。 

節義秋高風露底，對花可道是吾師。32 

對於藤原惺窩和姜沆的相識相交，惺窩之高足林羅山（1583-1657）曾

作過一個記錄：「朝鮮刑部員外郎來在赤松家。沆見先生而喜日本國有斯

人，俱談數日。沆曰：『朝鮮國三百年以來有如此人吾未之聞也。吾落難

於日本而遇斯人不亦大幸乎。』沆稱先生所居位廣胖窩，先生自稱曰惺

窩。取諸上蔡所謂惺惺法也。本朝儒者博士自古唯讀漢唐注疏點經傳加倭

訓。然而至於程朱書未知什一。故性理之學識者鮮矣。由是先生勸赤松氏

使姜沆等十數輩淨書四書五經。先生自據程朱之意謂之訓點，其功為

大。」33 

阿部吉雄曾從姜沆的匯抄文編中推測其向藤原惺窩傳授了《延平問

答》。34阿部的文獻調查，確實對於人們瞭解藤原惺窩的儒學受教有不少啟

發。事實上，藤原惺窩對於朝鮮儒學的關注，應該說是為時甚早。至少可

以追溯到天正十八年（1590），與來日的朝鮮國使的筆談經歷：「天正十

八年庚寅，朝鮮國使通政大夫黃允吉、金誠一、許箴之來貢。豐臣秀吉公

命館之紫野大德寺。先生往見三使，互為筆語。且酬和應詩。時先生自號

柴立子。許箴之為之說以呈焉。有一相者見先生曰，公是精神滿腹太聰

明。曰：『唯自聰明可也。太字如何。』相者曰：『是公之避也。』先生

笑而不言。」35初次晤面似乎都有些尷尬，或許外交本就需要如此含蓄的氛

圍和場面。後來藤原惺窩似乎專門去拜訪了這三位朝鮮使臣。從留下來的

唱和之詩似乎可以一窺其端倪。 

                                                 
32 藤原惺窩：《惺窩先生文集》，卷4，頁72。 
33 家永三郎（編）：《藤原惺窩‧林羅山》（東京：岩波書店，日本思想大系28，1975

年），頁223-224。 
34 阿部吉雄：〈藤原惺窩の儒學と朝鮮──姜の彙抄十六種の新調査にちなんで〉。 
35 林羅山：〈藤原惺窩行狀〉，《惺窩先生文集》，收於《藤原惺窩集》，卷上，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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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允吉（1536-？），字吉哉，號友松堂，乃朝鮮兵曹參判。藤原惺窩

曾向其題贈過一七言律詩： 

贈松堂 

仄聞萬里異邦人，通信使乎修善鄰。 

四海又知坡老學，九夷何陋孔丘仁。 

珠琉高映扶桑日，杯影輕酌下箬春。 

目擊道存寧用語，相逢掃盡慢胸塵。36 

副使金誠一（1538-1593），字士純，號鶴峰，乃退溪門下三傑之一，

是朝鮮當世之一流的朱子學者。其曾一連作過兩首詩，以示藤原惺窩： 

有上人宗蕣，自相國寺袖詩來訪，次其韻謝之。 

跫然聲寂恨無人，相國名庵喜有鄰。 

典雅詩文知學法，溫醇心性得天仁。 

一函連偈長參佛，滿室雲花獨佔春。 

忽袖璁詩勤訪我，愛君高出俗流塵。 

相國寺蕣上大人袖一扇一詩來訪，仍次其韻以送之。 

秋雨空濛竹院空，曉窗黃卷對圜公。 

詩僧忽自城南過，滿袖〇檀一陣風。 

又 

                                                 
36 藤原惺窩：《惺窩先生文集》，卷6，頁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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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方物色眼中空，獨愛庭前十八公。 

閱盡千霜青未了，幾人能與爾同風。37 

許箴之（1548-1612），字功彥，號嶽麓，又號山前、何蕢翁，退溪門

下三傑之一柳希春（1513-1577）的高足。其與藤原惺窩應酬和詩留傳下來

的比較多，有律詩一首、絕句四首。值得品味的是，他以儒釋之別來解釋

藤原惺窩的「柴立子」之號的一篇作文――〈柴立子說、贈蕣上人〉，似

乎能給予藤原惺窩以強有力的刺激。 

柴立子說，贈蕣上人 

萬曆庚寅秋，予以書狀奉通信使命，使於日本國。寓諸北山

紫野之大德寺。一日山人有蕣其名柴立其號，執詩以來扣。

讀其詩審其人，沖然其中，麗然其外。發于詩者如其人焉。

予以心愛之，以其新也姑酌之酒和之詩而送之。［……］雖

然予常見佛者之說。曰：任心自在，末作觀行。行住坐臥，

任意縱橫，總是佛之妙用。然則何事於立，而亦何故用哉。

上人方將超空空入無相，而跨馬駒沿曹溪，以上契於拈花之

一笑，而陋於觀行之伎倆。不彼妙用之希，而甘滯一隅，自

號柴立子，是固何哉？佛氏之道我未之學，請以吾家之說明

之。孔子曰，可與立。孟子曰，先立其大者。夫適道者未適

不由於立，欲養其體當先立其大者，是固入道之路脈，而道

之浩浩，何處下手。立志以定其向，立腳以固其基，是實入

道之大方。儒釋之道所造雖異，用力之功亦應不殊。至於真

積力久，造一朝豁然之境，則吾儒之所謂知至，而佛所謂契

悟也。磨瓦固非做鏡之道，而其所以獲鏡之明者，亦固磨者

之功業。所謂言下領悟者，非彼之言徒使吾悟。［……］然

贈人以言仁者之事，而吾之言固不能發明於子之道。僅足為

他日面目之資，則亦韓子留衣之意而已矣。［……］ 

                                                 
37 藤原惺窩：《惺窩先生文集》，卷4，頁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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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原惺窩的「柴立子」之号，本是取自《莊子‧達生篇》之「無入而藏，

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柴立，顧名思義，如枯

木般樹立，喻無心無意也。從藤原惺窩為自己所取的稱號似乎可以窺探

出，他出家於相國寺，絕非自己的真意，對於佛教的信仰也是一種無心而

行的舉動。許箴之，雖然沒有對此直接予以明示，但他卻以「立」為切入

點闡明儒家之道。孔孟皆認為，立就是立道，定其志，固其根基，而這個

「志」和「基」，也即是儒家所宣導的「仁」，其所道，自然就是「仁

道」了。雖然儒佛都主張行道，但道卻是不同的。言下之意，與其做無心

無意的「柴立」，不如以仁而立於仁道；仁道才是明理，才是正道。 

至於藤原惺窩對當時來日的朝鮮一流的朱子學者之國使的話，有怎樣

的觸動和思考，他並沒有記下當時以及日後的心路歷程，但是從上述他與

朝鮮儒者姜沆的交往歷程可以得知，藤原惺窩「惜乎吾不能生大唐，又恨

不得生朝鮮」38的情感應該是真實的。其對傳播中華文化的朝鮮以及儒者姜

沆是心存崇拜和感激的，可以說朝鮮也可謂是日本之「師」。 

伍、對安南的感知：代寫〈致安南國書〉與〈舟中規約〉 

在近代以前，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體系，一直作為東亞世界的國

際關係法則為中、日、韓、越各國所遵奉。由於日本和越南都是臣隸於中

國的附屬國，再加上東海、南海的天然地理阻隔，至少在十六世紀以前，

日本和越南幾乎是沒有什麼聯繫，更遑論經貿往來了。而日本對越南國的

主要認知，也泰半經中國而流傳入日本的越南香料獲得一些片面性的瞭

解。越南曾名安南，日本古代史書中對其幾乎沒有什麼記載，現今研究者

對日越關係史的起源追溯，也只能從那些早期去中國而漂流目的地的模糊

記載中作出一些推測，認為日本人早在西元七、八世紀就到過越南。然

而，地理方位上的不明和地名的古今相異，使得那些臆測皆缺乏有力的文

獻證辭而疑點重重。日本詩詞文獻和史料中常出現的諸香料確實能對日本

                                                 
38 姜沆：《看羊錄──朝鮮儒者の日本抑留記》，頁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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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能瞭解越南作出某種推論。沈香、伽羅、蘭香是越南特產的香木料，

日本天平勝寶八年（756）所失去的聖武天皇的遺物中曾發現過這些香料。

儘管香料遺留只是出現在王公貴族，至少可以表明日本通過中國的一些舶

來品應該對越南是有所感覺的。 

「壬辰倭亂」導致了明朝對日本的政治經貿封鎖。為了擴大海外貿

易，江戶幕府是給東亞各國贈送外交文書，以求通商往來，包括信州（今

漳州）、高砂（今臺灣）、柬埔寨、呂宋（今菲律賓）、交趾（今越南河

內）和安南（今越南）等地。這種貿易史稱堪合貿易，雙方以互相贈送的

朱印狀作為貿易通商憑證而進行進出口買賣。從慶長六年（1601）到寬永

十一年（1634），從長崎到越南的渡航數達一百三十次，占到了日本海外

總渡航數百分之三十七。39伴隨著日越貿易額的增長，日越兩國間的貿易關

係以及圍繞此展開的一些雙邊關係問題，成為了一個日越雙方都不得不直

面對的重要課題。 

對此，江戶幕府設回易大使司官職處理堪合貿易往來事務。對越南的

貿易，由角倉了以（1554-1614）擔當。角倉氏本屬近江國，後得滋賀縣犬

上郡為封邑而改姓吉田。應永年間（1394-1428）上洛仕於室町幕府，在京

都嵯峨之地兼營土倉、酒倉，幕府以此賜姓角倉。家族五代除經營酒屋等

事業外，還與明朝有貿易往來。角倉了以之時，受朱印狀與安南開展起商

貿活動，幕府授其回易大使司一職。角倉的一些事務常由其兒子素庵

（1571-1632）擔當處理。當時，越南是後黎朝時代，國內分裂為南北兩

部，北部屬鄭氏統治，南部由阮氏君臨，國內動盪，亂象叢生。日本主要

是與越南北部的鄭氏進行海上貿易。為了更好地展開日越之間的雙邊貿易

往來，素庵委託藤原惺窩起草兩國經貿關係函書。這也就是藤原惺窩〈致

安南國書〉和〈舟中規約〉成文的時代背景。 

〈致書安南國〉，又稱〈致安南國書〉，按照時間推算，藤原惺窩為

素庵草就此文的時間應該是慶長九年或十年，也即西元一六○四或一六○

                                                 
39 福永英夫：《日本とヴェトナム：その歴史的かかわり》（東京：近代文藝社，1995

年），頁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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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此時，正值德川幕府建立伊始，日本的海外貿易也剛剛拉開帷幕。

為了擴大海外貿易，幕府致書越南，以尋求和商討雙邊經貿活動中的一些

商業約定和買賣原則。在此，不妨將這篇外交文書引錄如下： 

致書安南國 代人 

日本國〇〇〇〇〇〇致書 

安南國頭目黃公，比年鴿舶往還，二國之情好稍好可徵矣，

感佩惟深。甲辰六月，我軸人亡恙歸。辱複書，添以嘉佑若

干。（青具四匹，白絹大好五匹，牙扇兩件，香蠟一瓶，熏

香一瓶）厚意不可言也。書中所謂一止於信之一語。誠是家

國治教之要矣乎。夫信者，吾人性中之固有，而感乎天地，

貫乎金石，無以不通，豈啻交鄰通好而已哉。雖是千里不同

其風也，所以五方皆不殊，此性者也歟。由是見之，則其不

同者，特衣服言語之末而已。然則千里萬里雖遠，衣服言語

雖殊，有其不遠者不殊者而存，是以所謂一信也。前使不

德，望還彼此千里之間，上下其手，表裡其言，而多誤事

情，故處之以國刑。想在貴國一如此乎。凡舟人者，命市兒

販夫之徒，而僅見小利，則忘大辱。其言多任喜怒之姿，而

不足取其信。自今而後，而國之信者在書，書之信者在印，

是以為證耳矣。故今附舟人以今夏之複書，貴國子細檢焉。

方物數事，聊寓綏好之禮。書中又言貴國者，詩書禮儀之

國，而非市貨會集之地，苟市貨商賈之事，唯利是務，真可

鄙焉。然亦通論之，則四民孰非民，八政孰非政？安民為政

之外，無詩書禮儀；詩書禮儀之外，無安民為政。是亦五方

固有之定性，而乃一信之所主在也。貴國之所誡者，在彼失

信，而屢生不好之事而已。二國不是其信，則縱雖有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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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至生不好之事乎？然亦不可以不誡。若生事，則二國各有

刑法乎哉。40 

從開篇的寒暄之詞中可以推測得出，素庵剛剛去越南，與一黃姓人物進行

了貿易。而且從那還得到了青具、白絹、牙扇、香蠟和熏香等饋贈品，雙

方的交易還算和平和順利，為了進一步鞏固和擴大這種貿易，雙方應該有

一個基本的原則。該原則應以誠信為本，不欺凌，不詐騙；交易雙方應該

按照朱印狀的配給進行往來，「國之信者在書，書之信者在印」。儘管雙

方都還算得上是詩書禮儀之邦，然而總不免有一些圖謀不軌者，背信忘

義，唯利是圖，破壞一些貿易規程，所以當出現這些情況時，兩國都應嚴

刑苛法，予以懲治。 

為了使得日越雙邊經貿有條可查、有法可依，藤原惺窩又替素庵起草

了〈舟中規約〉。依照現今的國際公約來做一評判的話，其所體現出來的

和合共贏理念和精神，不能不讓人驚歎。 

舟中規約 代貞順。按貞順遷人運商舶于安南國。貞順運商

舶于安南，因代之。 

一、凡回易之事者，通有無而以利人己也。非損人而已矣。

共利者，雖小遠大也。不共利者，雖大遠小也。所謂利者，

義之嘉會也。故曰貪賈五之，廉賈三之，思焉。 

一、異域之於我國，風俗言語雖異，其天賦之理，未嘗不

同，亡其同，怪其異，莫少欺詐謾駡。彼且雖不知之，我豈

不知之？信及豚魚，械見海鷗，唯天不容偽，欽不可辱我過

俗，若見他仁人君子，則如父師敬之，以問其國之禁諱，而

從其國之風教。 

                                                 
40 藤原惺窩：《惺窩先生文集》，卷9，頁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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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堪下輿之間，民胞物與，一視同仁，況同國人乎哉，

況同舟人乎哉，有患難疾病凍餒，則同救焉。莫欲苟獨脫。 

一、狂瀾怒濤雖險也，還不若人欲之溺人。人欲望雖多，不

若酒色之尤溺人，到處同道者，相功匡正而誡之。古人雲，

畏途在衽席飲食之間，其然也，其可不慎哉。 

一、瑣碎之事，記於別錄，日夜置座右以鑑焉。41 

該約定共五點，可以說幾乎每一點都體現出現代國際商貿原則的主體

精神和主要理念。若以現代商貿話語來解釋的話，可讀解為這樣幾點原

則：(一) 雙贏原則。雙邊貿易要以共同盈利為其商業目的，要有長遠的戰

略眼光，不能急功近利，損人利己，可謂「共利者，雖小遠大也。不共利

者，雖大遠小也」；(二) 求同存異，互相尊重原則。千里不同風，百里不

同俗，國與國之間風俗言語互有差別誠屬自然，故而經貿往來中，對於雙

方的生活習慣、民族禁忌要給予充分的尊重，不做有辱對方民族風俗的行

為和事情；(三) 平等互惠、相互救濟原則。普天之下，民胞物與，皆為生

命個體，故要一視同仁，有患難傷難之時，要給予雙方以必要的救援幫

助，尤其在遭遇海難之時，要對遭難一方進行積極的救援和幫助。 

藤原惺窩提出日本和安南在經貿活動中應共同遵奉的雙贏、求同存異

互相尊重和平等互惠、相互救濟原則，實事求是地講，儘管在今日的國際

社會經貿往來中，該原則已經得到了大多數國家的認同和首肯，然後在實

施過程中，卻仍然還是荊棘叢生、阻隔重重，在趨利避害的人性和人情支

配原則下，其實際效果有多大，另當別論。然而，這種充滿了人性光輝、

人道原則和現代商貿精神的國際公約能夠出現在距今約五個世紀前的東亞

共同體世界中，意義誠不可謂小。一言以蔽之，藤原惺窩所提倡的國際經

貿原則在前近代東亞世界中已經吹響了現代國際商貿原則的號角。適成反

                                                 
41 前揭書，頁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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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是，二十世紀上半期，日本對越南和東亞世界的侵略行徑，使得藤原

惺窩的現代性國際商貿公約倡言倒成了一曲挽歌。 

陸、結語：藤原惺窩東亞觀之表徵 

觀察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期的中、日、朝、越四國學界，如藤原

惺窩對明朝、李朝、安南以及日本相關事務和東亞局勢均有或多或少接觸

並有所觀感者，委實少見。事實上，從藤原惺窩的個人經歷來看，當時確

乎還尚未有如藤原惺窩出入日本朝野且能與明朝、李朝、安南有切身感受

之學人呈現。由此言之，藤原惺窩的「東亞」觀察無疑乃是十六世紀末至

十七世紀初之世紀交替的一個全形折射。而該過渡期的主要勢態演變基本

上是圍繞距今四百二十年前的「萬曆朝鮮之役」展開，無論是藤原惺窩與

明使的邂逅，還是其與朝鮮儒者薑姜沆的學術交往，抑或向安南交付《致

安南國書》和《舟中規約》，可謂均乃「壬辰倭亂」及其後遺影響所致。

所以可以說，藤原惺窩的東亞觀亦可謂是另一種「壬辰倭亂」觀。 

在藤原惺窩的東亞認知中，由於日本比起中國來誠屬「小國」，「壬

辰倭亂」敗於中國和朝鮮乃必然之勢，中國仍然是東亞世界的雄雄霸主，

連受中國支配的朝鮮的一個被俘儒生姜沆都對代表中國文化發展方向的

「朱子學」有著超越日本學者的優越態勢，由此推之，在東亞世界中的日

本最好的歸屬或許就是迅速汲取中國文化之宋明儒學，或許這也即是藤原

惺窩「脫佛入儒」、42高舉朱子學大纛，訓點四書五經，創建「京師朱子

學」的緣由之一了。♦ 

                                                 
42 關於藤原惺窩及其弟子林羅山「脫佛入儒」的心路歷程，筆者已有初步的研究，可參閱

王明兵：〈江戶初期禪僧對「朱子學」的皈依與「脫佛入儒」〉，《東北師大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2008年第1期（2008年），頁75-79；〈日本中世末期五山禪僧的

「儒‧釋」論爭與其內部分化〉，《古代文明》，第8卷第1期（2014年1月），頁78-
84。 

♦ 責任編輯：袁永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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